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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文化史的检视:
1950 年代上海研究的再思考

张 济 顺

( 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上海，200241)

摘 要: 从社会文化史的角度去检视，1950 年代的上海研究必须克服“碎片化”的倾向，并防止跌入
“集权主义论”的误区，在知识与方法的转换上有所作为。在“何谓近世中国新上海”的命题下，催生了
一系列关于 1950 年代上海的新问题。对潜藏于社会基层的大量灰色记忆材料的发掘和重读，或许是探
寻 1950 年代上海社会文化的有效路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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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史研究之成为“显学”，已有二十多年的历史。从革命史、政治史的既定规范内脱胎，走进现代
化的语境，再到“国家—社会”的框架中建立一批新的选题，进而又在社会史、文化史研究领域内上下求
索，上海史研究的每一步进展，几乎都成为中国史学发展的风向标。若以新文化史所注重的政治文化、
文化象征与符号史、社会性别与医疗文化以及大众文化与边缘文化等问题的指向而论，说上海史研究
已叩响了新文化史研究的大门，应该不会太离谱。
相对而言，1949 年以后的上海史研究还在成长阶段。尽管关注度与时剧增，特别是引起不少青年

研究者与博士生的兴趣，但与晚清、民国时期的上海史研究相比，无论在问题意识的积累和突破，还是
在治史方法和知识贡献方面，都大有开掘的空间。这与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现状有关———以
“决定论”或“目的论”为特征的革命史和传统政治史的叙述依然在这一重大史学领域内居于统治地
位。当然，这决不是说，一定要“告别”革命史和政治史研究才可能有所作为，恰恰相反，革命史、政治史
本身也面临方法和取径上的革命。关键在于，1949 年以后的上海史研究要获得新的提升，必须在知识
与方法的转换上有所作为。
本文以社会文化史研究的路径和方法切入，就 1950 年代的上海研究作一个学理上的探讨①。

一 回顾与批评

中国当代史研究正在国内外学界逐渐升温，其中包括 1950 年代上海社会文化研究的趋热和若干
成果的问世。

① “社会文化史”当属新文化史讨论的范围。考虑到新文化史的路径、范畴、方法等有诸多歧义，故在此使用社会文化史的概念。
② 熊月之主编，承载分卷主编:《当代文化》、《当代社会》，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年。

1999 年出版的《上海通史》中的《当代文化》、《当代社会》两卷，当属最早成卷的论述当代上海文化
与社会的史学著作②。尽管这两卷尚属通史的组成部分，并不是以社会与文化问题为导向的独立著述，
与新文化史、社会史研究大有异趣，但是，这部《上海通史》的谋篇布局，没有像某些号称“通史”的著作
那样，到 1949 年就此打住; 也不是一条线性的事件史，而是关照到了上海历史演进的方方面面，晚清、
民国和当代的文化与社会也有相当程度的呼应。这在十多年前的当代上海史研究中，确有筚路蓝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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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功。
在 2003 年的美国亚洲协会年会上，由姜进组织的“文化转型与社会改革: 1950 年代社会主义的上

海”专题讨论，引起了与会者的兴趣。这个专题的 4 位报告者依据档案与口述史料分别以“基层政治动
员与国家社会的一体化走向”、“妇女工作与社会的重新组织”、“文化改造的社会工程”以及“饭店、历
史与国家”为题，共同描绘了一个充满活力和不稳定的上海社会，他们的研究试图表明: 1950 年代的上
海既不是国家刚性控制下的极权主义社会，也不是一段义无反顾地走向“文革”的历史①。虽然这几篇
文章多为社会史研究，重在“国家—社会”的框架内探讨两者的互动关系，但新文化史的一些问题同时
被提了出来，比如，权力对大众文化领域的改造既是国家强力推动和企图全面控制的过程，也是民间娱

乐从业者利用国家权力努力逆转这个控制的过程②。这次讨论是“1950 年代上海”作为一个专题研究
成果的第一次集体发表，“何谓新上海”的问题意识开始涌动。
如果说，上述的专题讨论主要由美国学者发动的话，那么 2004 年复旦大学历史系和《中国社会科

学》编辑部联合发起和主办的“1950 年代的中国”学术讨论会就是中国国内之首次了。与会的近二十
余篇论文中，以上海为主题或中心案例的研究达 11 篇之多，其中又有 4 篇论文分别涉及文化体制改
造、大众文化消费、院系调整以及大跃进中城市女性的从业问题③，足见上海社会文化史在 1950 年代中
国研究中的份量。更值得关注的是，会议就 1950 年代中国研究的叙事主体、基本史料和方法等展开深
入的讨论并达成共识，如:“应该有一部人民史，反映人民的感受”( 章百家语) 、“研究历史要带有人文
关怀”( 杨奎松语) 、“应关注社会基层没有‘话语权’的人们”( 王政语) 等等。这些意见促进了 1950 年
代上海研究理路的转换。
日本学者对 1949 年前后的上海研究也兴趣盎然。2007 年由日本上海史研究会主办的“空间与生

活的重组: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后上海社会文化的变迁”学术讨论会在东京举行。在“空间与生活”
的视野里，与会者所研究的关于百货店的商业消费空间，越剧、淮剧的娱乐空间，人民广场的公共政治
空间、新闻报纸的舆论空间以及殡葬礼仪的生死空间等等，反映了 1950 年代上海研究正朝着新文化史
所关切的文化中的权力运作方式、特定空间的象征意义的问题方向驱动，社会史所注目的历史变迁中
的日常生活场景的再现问题也得以张显④。

① 这 4 位研究者报告的主要内容是: 张济顺的文章探讨 1950 年代早期"不纯洁"的居民委员会在中共基层政治动员中扮演的角
色。王政的文章考察了上海妇联组织在动员家庭妇女参与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运用性别关系的具体范例。马克以 1950 年代上海饭店
的改造为例，讨论了上海饮食文化如何被置于国家意识形态之下，以及餐饮业从业者如何被塑造成国家期望的一个阶级。姜进的论文
指向大众娱乐文化被纳入中央计划文化的过程。

② 见姜进报告: The Social Engineering of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Early PRC。
③ 张徐乐:《1950 年代的中国学术讨论会综述》，吴景平、徐思彦主编:《1950 年代的中国》，复旦史学专刊第 2 辑，上海: 复旦大学

出版社，2006 年，第 456—470 页。
④ 参见以这次会议论文为主的论文集: 日本上海史研究会编:《建国前後の上海》。东京，研文出版社，2009 年。
⑤ 阮著和汤著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分别于 2009、2008 年出版。
⑥ 金大陆:《非常与正常: 上海‘文革’时期的社会生活》: ( 上海城市社会史丛书)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 年。第 12 页。

与一系列讨论展开的同时，熊月之先生统领的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丛书策划安排就绪，进入研究

和著述过程。丛书共 28 卷，2008 年起陆续问世。该丛书中已出版的研究当代上海社会生活的著述有
3 部，其中，阮清华的《上海游民改造研究》和汤水清的《上海粮食计划供应与市民生活》两部⑤，明确以
1950 年代为研究的时限，将新政权的社会改造政策和社会经济政策与上海社会的特质联系起来考察，
使得游民改造和粮食计划供应两个重大政治经济举措的研究不单纯地停留在政策史的层面，而深入到

上海复杂的社会结构中。丛书中更为值得关注的是金大陆的新著《非常与正常》。金著虽然以“文革”
的社会生活为研究对象，但此书以“非常与正常”的路径展开叙述，正是洞察到了上海社会生活的延续
性。如程兆奇的序中所言:“我们从本书中可以看到，‘天下大乱’的‘文革’‘非常’期，不仅国家没有分
崩离析，众生的‘社会生活’也在照常进行，其中原因正是维系社会生活的基本机制还在‘正常’运
转。……从最大处说，‘文革’和十七年，国体、政体没有变化，领导阶级没有变化，经济体制也没有变
化……‘文革’的‘非常’和十七年的‘正常’实有一脉相连的关联”⑥。不仅于此，从“非常与正常”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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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生活描述中还让人窥见非常状态下上海人的生存策略、生活范式、行动取向以及价值追求之变与不
变的统一。因此，作为一个研究范式，“非常与正常”用于“天翻地覆”的 1950 年代上海社会文化的历史
叙述无疑是适切的。
除此之外，近五年来研究 1950 年代的上海社会与文化的成果也时有问世，其中不乏受到学界关注

的文章。如，周武的《从全国性到地方化: 1945 至 1956 年上海出版业的变迁》、罗苏文的《高郎桥地区
的文化生活———以沪东一个棉纺厂工人聚居区为例( 1945—1955) 》、杨奎松的《新中国新闻报刊统制机
制形成经过———以建国前后王芸生的‘投降’与大公报改造为例》、冯筱才的《政治生存与经济生存: 上
海商人如何走上公私合营之路》及《‘社会主义’边缘人: 1956 年前后的小商小贩》等等①。

1950 年代上海社会文化研究也是不少博士生论题的首选，许多年轻的历史学者也有志于从事
1949 年以后的上海史研究。1950 年代的上海史研究正在追赶上海史研究的步伐。
从总体观之，目光下移，重视社会底层研究是 1950 年代上海史研究的共同学术走向，这与 1990 年

代以后中国史学发生的向社会史、文化史的转型方向是一致的。在走下层路线的同时，不少研究者开
始摈弃“整体史”的“宏大叙事”方式，专注于具体历史情境中微观的个案研究，他们试图借助社会史与
文化史方法论的资源，摆脱传统政治史和革命史的意识形态束缚，在一系列新的问题意识的引导下，催

生一批新的研究课题，以重建 1950 年代上海历史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但不容讳言，1950 年代上海史的研究毕竟刚刚起步，已经见到的研究成果不但数量有限，且在问题

意识和治史方法的转换方面远没有进入学术上的“自由王国”。当有学者指出西方新文化史已“当仁不
让地稳坐史学主流的第一把交椅”②，当国内“新史学”的倡导者们已在反思中国文化史研究的结构性
缺陷的基础上，进行“文化史研究的再出发”———旨在“建立有别于西方‘新文化史’流派的新的叙述体
系”③，1950 年代上海史研究便相形见拙，一番踌躇满志之后，又有些步履蹒跚。
最严峻的问题是 1950 年代的上海史研究向何处去? 目前的理路似不十分清晰。社会文化史的取

径固然诱人，下层路线、微观探究也属必由之路，但如果缺少了整体史观的支撑，那么具体的个案就如
碎片，不知所云。至多也就是提供一堆“新发现”的史料，让人感到一时新鲜之后，便很快忘却。这种
“碎片化”倾向在 1950 年代上海史乃至中国当代史研究中不同程度地存在，这是因为这个研究领域内
的学人对社会史、文化史的理论准备还很不足，近年大量档案与民间史料的开放开发又使得研究者们
兴奋不已而仓促上阵，以至于产生“下层”和“微观”是文化社会史研究唯一路径的误解，忘却了与新文
化史有关的社会文化研究非但没有抛弃整体史观，相反是要大力张扬并实现史学的整体“文化转向”
( the cultural turn) 。

① 周文见《史林》2006 年第 6 期。罗文见姜进主编:《都市文化中的现代中国》，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年。杨文见
韩钢主编:《中国当代史研究》第 2 辑，北京: 九州出版社，2011 年。冯文见韩钢主编: 《中国当代史研究》第 2、3 辑，北京: 九州出版
社，2011 年。

② 姜进:《新文化史译丛总序》，姜进主编:《新文化史》，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年。
③ 杨念群:《中国“文化史”研究的结构性缺陷及其克服》，《中华读书报》2010 年 4 月 26 日。

与文化转向相抵的另一个误区来自中国当代史研究中的“去国家”倾向。一部分中国当代史研究
者之所以急切地向社会史、文化史转向，源自于他们对主流意识形态掌控下的“官史”的强烈不满，以及
对“决定论”和“目的论”主导下的因果线性叙述的传统政治史的激烈批评，从而表现出一种“去国家”
或“去意识形态”的治学倾向( 我本人也有过这种倾向) 。这种学术批判态度当然无可厚非，但问题在
于，他们在“去”之后的“立”的过程中，落入了又一个方法论的陷阱中。这些“去国家”的研究看似出于
“底层立场”的小人物故事，或是一段段曾经被尘封或禁言的历史，但不难发现，这些研究有着“集权主
义论”的共约性，他们似乎不约而同地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是延续着的党国体制迈向顶峰的开
端”。如 Kirby所说:“在 20 世纪的大部分时期，特别是在国民党以及后来的共产党的党国体制统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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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国家的控制日益增强，到 1949 年之后，在一种专制主义中达到高峰，其深度与广度超过了中国历史
上的任何时期”①。他们虽然已经注意到 20 与 21 世纪之交中国出现的“一种缓慢的、平稳的但也是明
确的对于个人与共同体自主性的再度肯定”②，也就是新近为人关注的“集权主义的顺应力”或现代中
国的自由领域问题③，但是，关于共和国早期的看法依然是“集权主义论”的一统天下。
“集权主义论”导引下的观察点都在对“国家”否定性的历史事件或场域中，叙述的是国家“吞噬”
社会的过程，在这些研究中，“国家”成了唯一的、能动的主角，社会空间和“私”的空间迅速消失，“国
家”之外的历史话题越来越失去了它的重要性。经国家强力统合和改造后，所谓“地方性”、“地方经
验”和“地方文化”迅速走向同一性，与之相关联的区域史、地方史也就失去了特指的问题意识。1950
年代上海史的脉络只是在这个“国家对城市社会和家庭关系管起来的重要时刻”展开④。曾经光怪陆
离、纷繁多姿的大都市上海的历史忽而变得线性而单调。

① William C． Kirby，Introduction，See，William C． Kirby ed．，Realms of Freedom in Modern China: 4． Stanford，California: Stanford U-
niversity Press 2004．

② 同上注。还可参见: Jean Oi，“Realms of Freedom in Post-Mao China，”See William C． Kirby ed．，Realms of Freedom in Modern Chi-
na: 264—284。

③ 2007 年 6 月和 2008 年 7 月，由 Elizabeth Perry和 Sebastian Heilmann教授主持的两次讨论会就以“Adaptive Authoritarianism: Chi-
na＇s Party-State Resilience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为主题。

④ Gail Hershatter，Dangerous Pleasures: Prostitution and Modernity in Twentieth-Century Shanghai: 30．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
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由此，“集权主义论”所导致的困境，是只知有“国家”而不知有“社会”，只知有“中央”而不知有“地
方”，“去国家”努力的结果，要么由相反的价值判断出发，与“官史”、传统政治史异曲同工; 要么与“碎
片化”的研究殊途同归，陷入史学的“无意义境”。

二 意义与问题之重构

1995 年，在哈佛大学举行的一次讨论会上，由 William Kirby 教授发起的关于中国革命意义的讨论
将 1949 年以后中国历史的延续性问题摆到了历史学者面前，由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开始打破政
治学研究的一统天下，进入了史学研究领域。
与此相关，一系列关于“新中国”的问题被历史学者提了出来，其中不少设问直接与人民共和国时

期上海史研究新问题意识的产生有关。
最为核心的问题是: 1950 年代的中国在史学上命题的最大意义是什么? 即 Kirby 教授反复提及的

1949 年是不是新中国的一个开始，或者 20 世纪以来到底有多少新中国? 从这个问题出发，我们会问:
包括上海在内的中国的各个区域在建构 1949 年以后的中国历史特别是在建国史上的贡献或价值何
在? 如果从 19 世纪中叶以来上海城市史的角度看，1950 年代是不是新上海的开端? 近世中国到底有
过几个新上海? 李欧梵笔下的“上海摩登”和叶文心笔下的“上海繁华”不都是关于新上海的出色的学
术文本吗?

在这个宏大命题之下，呈现在社会文化视野中的 1950 年代的上海研究可能别有一番旨趣:
在延续百年中国的“民族—国家”的建构中，1949 年之后的中国用闭锁的方式在世界体系中重新

定位，追求民族独立与强盛。作为远东第一大都会和中国最具现代性的上海，如何在与世界隔绝的状
态下，重新定位自己，建立新的国家与自我认同? 如何凭借自己的历史资源想象世界?

如果承认晚清以来的上海历史中有过若干次的“摩登”、“繁华”的新上海的喧嚣登场，那么，经历
了 1950 年代天翻地覆改造的新上海与之有何不同，有何关联?
在国家对社会强力统合的历史过程中，1950 年代的上海社会是否还有自主性? 是否还存在公共空

间? 日常生活情境中的普通人如何反应“国家—社会”关系的变化，如何建立新的群己关系?
在国家意识形态的改造之下，1950 年代的上海是否还有地方性，是否还创造地方经验，是否还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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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地方文化? 上海是完全作为社会主义中国形象的一部分存在，还是尚未失去上海的文化特质，仍保

持着独特的都市形象?

上述问题的提出尽管与中国当代史整体的颠覆性叙述的宏愿有关，但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只是力图

通过具体的历史叙述让 1950 年代的上海变成血肉之躯的上海，通过无数生命故事的偶然让 1950 年代
上海历史的新陈代谢更接近真实，从而更加可信一些。身处历史巨变中的上海人及各类群体的生存故
事将共同描叙 1950 年代上海丰富的社会图景，并澄明其中的文化意义，让大时代中的小人物来揭示转
型与延续这个重大的历史话题。

三 在灰色记忆中发现社会

如果没有史料的开发和重新解读，任何史学批评和理论思索都只有纸上谈兵的意义。因此，上述
思考之后的重要任务，应该在实践的层面上对 1950 年代上海史研究的社会文化“转向”有所贡献。这
有赖于学界的共同努力，本文只能依我目前研究所得的一些粗浅之识，谈谈有关 1950 年代上海社会文
化“灰色记忆”史料的开发及运用。
我对于灰色记忆的最初关注，还是出于对主流意识形态主导下的政治史和集权主义论框架下的历

史叙述的反思。
在取材于 1950 年代中国的文字、图像、语音及音符的历史论著中，以口述或文献的回忆材料构成

的红色记忆与黑色记忆占有相当的位置。以“激情燃烧的岁月”为基调的红色记忆所呈现的“主旋律”
的历史叙事自不待说，就是在反其道的研究中，一些冤假错案的当事者及其后代的回忆录或是历次运

动及大饥荒等的亲历者们的口述历史所累积的“黑色记忆”文本也时有问世。尽管他们试图重塑当代
中国的历史形象，但与红色记忆的书写一样，这些黑色记忆所建构的历史，也把人们引向了一段集权主

义的线性演进的历史。
反思之余，我一度曾简单地把既非红色又非黑色的第三种记忆称之为“灰色记忆”，认为这些记忆

所诉说的，既非凯歌行进的红色革命，又非政治重压下的黑色境遇，而是在那样一个特定年代里普通上

海人的各种不同群体的生存故事，从这些记忆中，我们可以发现 1950 年代的上海社会。
在进一步解读一些记忆材料后，我发现如上的“画地为牢”的颜色记忆是不存在的。同种颜色的记

忆既可以出自大人物，包括政治领袖、上层精英，也可以出自底层百姓。比如，反右的黑色记忆既有那
些知名“大右派”的“并不如烟”的往事，也有更多的名不见经传的“小右派”的“微痕”往事。而同一记
忆群体对同一段历史或事件提供不同色彩记忆材料的情形也比比皆是。应当说，记忆主体与不同色彩
记忆的不对等性是绝对的。
但 1950 年代的上海社会确实提供着大量灰色记忆。这些灰色材料并不是与红色记忆、黑色记忆

分割和并列的，而是如同绘画艺术中的灰色调，是基底性的，不可或缺的，又常常潜藏在反映政治社会

剧烈变动的强色彩之下，时隐时现。这些灰色记忆往往被宏大叙事或事件史所忽视，而它们恰恰是社
会文化研究之必须。如姜进所说:“无论是貌似平静的日常生活，还是轰动一时的重大事件，新文化史
研究的焦点都是当时当地参与其中的人群对自己的生活和周围世界的体验和理解，她 /他们的生存策
略以及表达自己诉求的特殊方式。”①

① 姜进:《新文化史译丛总序》。

一个关于投机倒把的灰色例子似可引证。与我年龄相仿的上海人大概都记得这样一嬉语“捉牢
伊，贩卖烂山芋”( 抓住他，贩卖烂地瓜) ，使用的场景大抵是小孩游戏或大人打扑克，在大势已定的一刹
那，赢家发出的得意叫喊。这句话开始流行于 1950 年代末至 1960 年代初的困难时期，山芋成了上海人
的主打粮食，故黑市贩卖成风。类似的投机倒把当然不是上海独有，但上海人却以给予了一种独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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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幽默”式的隐喻。更有趣的是，上海投机倒把的交换方式和领域也很特别。从 1950 年代末哄抬
香港电影票的“黄牛”到 1970 年代初用扑克牌、砂锅换朝鲜影片《卖花姑娘》的电影票; 从“文革”时做
内部文件的贩卖到 1980 年代初给 10 元钱替人到美领馆门前通宵排队签证，还有周立波生动演绎的倒
卖外汇券和进口烟的“打桩模子”……上海街头这一幕幕奇观的灰色记忆，是积淀在上海社会深处的商
业文化取向在特定历史情境下的扭曲反应，而支持着这些奇观变着法子不断再现的，则是上海人特殊

的生存策略和文化包容性: 在等价交易中追逐时尚、潮流以及满足经济、文化饥渴时的急需，各得其所，
哪怕手段不太高明。若不是从社会文化的角度去发现这些近似荒唐又十分卑微的生活小事，就无法揭
示那个年代投射在上海社会的时代烙印，更无法理解上海人在那样特殊的条件下如何创造生活。
再回到 1950 年代。不可否认，国家统合( 包括改造) 社会的能力在 1950 年代开始走向 20 世纪中

国的极盛，但是，这又不意味着上海社会完全丧失了其延续性和自主性，更不意味着上海历史和上海经

验在那个历史转折点上戛然而止。有关 1950 年代大量灰色记忆似乎在提醒我们去重建上海历史的复
杂性。
比如，在小浜正子所做的 1950 年代上海节制生育的研究中①，绝大多数的被访者虽然对当时国家

鼓励或节制生育的政策变化有所记忆，但对国家干预私领域和女性身体未有切肤之感。她们印象深刻
的，还是由自身和家庭出发的生育考虑以及夫妻双方对选择节育方式的决定权。这一方面证实了 1950
年代国家的确没有通过强制节育的政策来控制人口，国家也没有完全占领私人空间; 另一方面也揭示

了相当一部分上海女性在家庭及两性关系中的自主性。在这样的记忆中，国策和家事尽管有相当的关
联，但家事的考虑还是具有决定的意义。
再如，陈雁所做的一项口述历史表明②，大跃进时期在国家号召下走出家庭参加生产劳动的上海妇

女，虽然带着那个时代“解放妇女”的意识形态话语的深刻记忆，但是无论是作为动员者的居委会干部，
还是被动员的家庭妇女，都没有一种强烈的“解放”感受，她们所记得的，只有面对国家号召时的不同态
度，特别是不少出于无奈的“没有办法”只能去动员别人或被动员出去的反应。在类似的记忆中，国家
动员的力量尽管十分强大，但社会的被动员还是一幅相当复杂的图景，国家意识形态的话语记忆与历

史过程的实际记忆并不契合，妇女解放的红色记忆没有在她们的头脑里真正扎根。
与之相反的例子是几位 1950 年代早期担任居委会干部的上海女性的记忆。王政所作的口述访谈

中③，4 位不同出身的女性都对她们“从家庭妇女到里弄干部”的经历津津乐道。她们为自己在新中国
成立之初就能奉献社会而感到自豪，都认为走出家庭投身里弄工作有着与做家务完全不同的意义。但
在这些人的共同记忆中，出自不同家庭背景和经历的里弄干部对国家的感受仍有差异。有的将自己的
角色转变视为国家对妇女的解放，有极为强烈的翻身之感与报恩之情; 有的将这段经历作为个人社会

价值的实现珍藏在记忆中，而对共产党贯彻的阶级路线耿耿于怀; 还有的自述走出家庭并不是受人民

政府依靠工人阶级的宣传所鼓舞，而是被丈夫和一个共产党员的朋友所说动。在她们那里，国家并没
有获得一致的认同，相似的集体记忆中存在着明显的个体记忆的差异。

① 小浜正子:《计划生育的开端———1950—1960 年代的上海》，《( 台湾)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集刊》第 68 期，第 97—142 页，2010
年 6 月。

② 陈雁:《“大跃进”与 1950 年代中国城市女性职业发展———以上海宝兴里为中心的研究》，吴景平、徐思彥主编:《1950 年代的中
国》，第 260—276 页。

③ 王政:《居委会的故事: 社会性别与 1950 年代上海城市社会的重新组织》，吕芳上主编:《无声之声Ⅰ: 近代中国的妇女与国家》，
台北: 台湾中央近代史研究所，2003 年，第 165—198 页。

④ 张济顺:《转型与延续: 文化消费与上海基层社会对西方的反应》，《史林》2006 年第 3 期，第 1—15 页。

留存于 1950 年代的老上海记忆也是一种可资利用的文本，因为那个时代的上海人对他们的前辈
与自身的历史记忆本身就是 1950 年代上海历史的一部分。我曾经做过一项香港电影在上海的研究，
结果发现④ : 1950 至 1960 年代早期上海街头出现的狂热争看香港影片的奇观源自于上海人对于老上海

6



张济顺: 社会文化史的检视: 1950 年代上海研究的再思考

的社会生活、文化消费及好莱坞的复合记忆，也是借助香港影片对隔绝中的资本主义西方世界的想象。
上海基层社会的这种记忆与想象上升为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解读，形成与国家意识形态主
流话语的对立。正是这类灰色记忆扮演了延续上海大众文化的历史角色，使得我们可以从 1950 年代
的上海文化消费领域中发现许多时空的交叉与叠合: 国家与社会的一体化与基层社会的自主性并存;

社会文化趋同性与差异性的博弈。
由于绝大多数灰色记忆文本来自社会基层百姓的口述，或是田野调查所得，其可靠性便经常遭人

质疑。诚然，求真求实是历史学的根本使命，但所谓的“真实”不只是指那些组成事件的实体性的史实。
在人的精神世界、思想世界和感觉世界里，史学的真实性大多不是对实体性的史实的考究，而是在建构
与解析中去接近一系列价值、概念、认同的特定的历史内涵。
因此，1950 年代上海史研究中灰色记忆的运用，必须把握其使用的方向。若为搞清某个事件的来

龙去脉或某个具体场景的内部结构，那么，记忆中相应的陈述必须反复证实或证伪; 若以社会文化史研

究为目标，意在通过对各种文化体系的调查去研究文化中的权力运作机制等新文化史的问题的话，那

么，灰色记忆中的感觉材料就会具有突出的意义。
还是在王政访问的那个叫张秀莲的居委会治保主任的口述中，说到起初她“不高兴”出来做居委会

工作，原因之一是“对毛主席有看法”，因为“毛主席的老婆是蓝苹，电影明星呀!”①这个看法是张秀莲
当时就持有，还是在她做口述的本世纪初，有相当的不确定性。首先，张是一个码头工人的女儿，是否
在 1950 年代初就有渠道得知领袖的妻子是当年的电影明星蓝苹尚无法确定。其次，她作口述时，江青
早已成“四人帮”之首，有关她在上海从影及婚姻的历史几乎路人皆知。这就产生了两种可能性，一是
张作为一个老上海，又住在一个高等住宅区的“夹缝”里，有可能从邻里那里略知蓝苹一二。另是她把
对“四人帮”的厌恶移植到了 1950 年代的记忆中。但这种不确定性并不妨碍从这段灰色记忆中抽取出
上海人对电影明星根深蒂固之偏见并将其意识形态化的过程，无论是那些居住在“上只角”的上层人
家，还是如张秀莲这样的底层草民，我们都可以认为这个记忆是真实的，不是虚构的。

① 吕芳上主编:《无声之声Ⅰ: 近代中国的妇女与国家》，第 177 页。

尽管这些灰色记忆不能作为重构 1950 年代上海历史的唯一工具，但这些记忆至少可以让我们去
发现国家强力统合下上海社会和私人空间积淀的自主力量，去探究基层社会对于新政权及其意识形态

的复杂心态。灰色记忆也是延续上海社会与文化特质的一种历史资源和媒介，若不是 1950 年代的上
海人保持着老上海的记忆，坚守着对生活品质和文化独特性的追求，当今上海街头的许多 1930 年代上
海文化的象征符号便很难激起人们的怀旧情绪和对老上海的认同。透过这些灰色记忆，史家笔下的
1950 年代的上海可能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

( 责任编辑 孔令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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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urvey of the History of Social Culture: A Reconsideration of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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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a perspective of socio-cultural history it is necessary to overcome an inclination of“frag-
mentization”and avoid some mistaken“authoritarian”ideas in studies on the 1950’s Shanghai，thus m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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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cient books，calligraphy，paintings，jades，bronzes，porcelains and other types of cultural relics． They
focused on art characteristics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of antiques，advocating simple，elegant，natural，
implicit aesthetic tastes． Together with friends they enjoyed their collection and wrote poems or comments，
which became their important part of spiritual life． Faced with an increasingly difficult living environment，
Jiangnan intellectuals hid themselves in their studies and relics，trying to avoid earthly trouble and political
risk． They wanted to use the joy of spiritual life to ease the pain of real life． However，they did not stay a-
way from reality． They paid special attention to distinguish between elegance and vulgarity in order to 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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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Zheng Chenggong group＇s powerful naval force，which was based on trade and military
affairs，has important implications on contemporary China’s national defense reconstruction． If a society＇s e-
conomy is based on overseas trade，it must use navy to maintain its survival． The naval construction is n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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